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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30李薇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五次中日关系研

讨会”的发言 

《如何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之间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已经作为两国的政治目标确定下来。这个目

标昭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中日之间希望寻求共同利益。为此中日之间应

当承认争议并规避利害冲突，着力发展共同利益。 

         自从设定战略互惠关系目标以来，中日双方关于如何深化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双方的合作还令人乐观，但

是从外交安全的角度看，“战略互惠关系”似乎距离我们很远。我认为主要

存在以下两个障碍。 

一、战略互惠关系的障碍之一：缺乏互信 

         中日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存在战略猜疑。原因之一是两国间没有

完全实现历史和解，日本个别政治家的言行造成负面影响；原因之二是进入

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世界格局以及东亚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互

之间产生的误解逐步加深。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处在发生巨大变化时期

的时候，也是外界最容易对这个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误解的时候。日本在整个

80年代就处在被误解、被猜疑之中，不仅外国人，连日本人自己也热衷于解

读自己。而现在的中国也正属于这种情况。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快

速发展都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为日本客观地了解和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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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做好准备，日本也没有为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做好准备。就双边关系而

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时期。         

         近代史上日本曾经透过对中国的认识完成对自身的理解和定位，现在，

当中国的发展带来地区格局变化的时候，日本再次遇到身份定位的问题。借

助对方定位自己，这个特点在日本完成自我定位上比较明显。中国快速发展

之时也是最容易产生对中国误判之时。如果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差，必

然影响到日本对自身定位。 

         去年以来，日本方面有一些行动给出了负面的信号，不仅表明日本对中

国的误判，也影响了中国对日本信任。首先，日本的对华外交和军事部署与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同步调整。如 2010年 12月 17日新《防卫计划大纲》

和 2011-2015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以及 2011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

等。其次，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呈现进取性，对华指向明确。如插手南海

问题，开展西南诸岛等军事演习，建立防务联盟抗衡中国等。再次，日本在

中美日三边关系上明确傍美，对华关系失去平衡。如强调“中日关系应建立

在美日同盟的平台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被中国挑起的”、“中国最

怕的是美国介入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对抗，而日本的外交出路正是参与美

国的这种介入”等，这些观点被认为是“主流”。这些观点不能不引起中方

的警惕。 

         我认为，美日同盟至今仍停留在冷战思维的延长线上且带有强烈的军事

特色，而中日之间要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是美日同盟这个平台根本无法对应

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所谋求的是挽救正在经历危机的美国霸权和美国利

益，即便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也会到来，这是美国自身经济依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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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日本介入美国的对华遏制行动，即便可以暂时扭转对美外交的被

动局面，但从长久看，对日本的国家发展和整个东亚区域一体化没有任何积

极的作用。实际上，中国既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条件，

而美国的兴衰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它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

上。因此，日本也需要认真审视。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仔细想来，从孙文到邓小平，代表着百年来

中国人共同的一个诉求，就是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今天的中国仍旧处在这条

延长线上，虽然自身的国力和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发展阶段

看，仍旧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发展目标的角度看，中国 30

年来所做的事情（市场经济体制）与日本没有根本的不同，反映了二战后国

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潮流。  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个历史的产物，外国人要

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

对外界的怀疑或者误判。 

二、战略互惠关系的障碍之二：钓鱼岛领土争端 

         中日之间存在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等三大敏

感为题。其中，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最为尖锐。对于两国来说，正视争

议、搁置争端、化解危机是最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事情。 

         领土争议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承认争议并搁置争议是周恩来、邓小平为

处理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议而提出的冷处理智慧。无论是中日邦交正

常化的 1972年，还是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 1978年，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不愿

意让钓鱼岛争议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大局，因而能够达成默契。今天，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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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钓鱼岛问题影响当前的战略互惠大局，为了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当务之

急是建立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共同危机处理机制。 

         如果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以及不搁置争议，中日双方因此而发生冲突

的危机就时刻存在。一旦冲突发生，同时还会勾起历史记忆，刺激双方国民

感情的恶化，引发民族主义冲动。这个结果对双方长久利益、对地区的安定

都没有好处。  

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日本的防务政策和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态度发

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与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重新定位同步的。日本的防务

自那时起逐步走向海外，日本对“周边”的定义逐渐从隐晦转变为公然，中

国的台湾以及周边海域被划为日本的“防务”范围。同时，日本的一些政治

家公开否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 搁置争议”也变得越

来越困难。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变化是导致钓鱼岛问题升温的主要因素，如

果日本方面继续按照否定争议的方针走下去，钓鱼岛必然孕育着更高的危

机。 

三、寻求化解疑虑解决争端的办法 

明年是中日恢复邦交 40周年，我们双方应当合力做些事。具体建议如下： 

1、回到 1972年恢复邦交时的原点，就如何坚持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原

则、与时俱进地发展中日关系展开坦率对话。思考那个时代双方领导人的决

断及其政治导航的意义；讨论双方 40年来是否接近或者背离了初衷；探讨

在变化的环境中，中日之间应当建立怎样的理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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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两国高层、知识精英之间的双重战略对话机制。建立机制是为了解

决实际问题，因此，越是出现危机时越要坚持甚至增加机制内的对话。虽然

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引航难度越来越大，政党影响力明显下降，但这更是对领

导人导航责任和能力的考验。 

3、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并搁置争议，建立共同危机处理机制。钓鱼岛争端

存在一触即发的危机，而且是中日双方共同的危机。搁置钓鱼岛争议是邓小

平采取冷处理的智慧。为了让危机降到最低点，当务之急是建立钓鱼岛主权

争议的共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中日之间发展战略互惠的大局。 

4、扩大双向的青少年之间、文化各领域之间的交流。建议 CCTV和 NHK之间

增加介绍对方风土人情的电视专题片，报道互访交流的信息，促进相互认知

的加深。 

5、发挥双方学者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作用。双方媒体共同邀请资深学者在各

方媒体发表对谈或在电视台共同出镜，引导舆论和社会大众理性地认识对方

国家。 

6、建议媒体之间展开有关“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媒体是权力

社会，权力社会是剧场”。媒体裹挟民众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对政治的理性选

择，甚至败坏社会道德。媒体公开讨论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仅历练其自身，

也把理性带给公众。 

         总之，中日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利益？冲突是否大于利益、利益是否大于

冲突？答案取决于我们潜心推进哪一方。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远大目标的

提出，已经给出基本的回答，显示出中日双方的基本意愿。 


